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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Affecting Circle Structure of TOD Concentric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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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圈层（circle）一般指 TOD 地区的空间结构形式，如美国 TOD 的研究机构 Reconnecting America 博客的名称即为 Half-Mile Circles，与 circle 相

近的空间概念还有 buffer zone、pedestrain shed 及 catchment area。

摘要：TOD 站点地区由于交通接驳和开发带

动效应随着距离的增加而衰减，因而规划布局

多呈现圈层结构的形式，但不同城市 TOD 地

区圈层划分的方法、结构、尺度、边界并不相

同。影响 TOD 圈层划分的主要要素包括步行

尺度、用地功能、地价分布和级差强度等。本

文通过相关研究及实践的对比分析，对 TOD

地区规划圈层边界及结构划分的方法进行总

结，并提出规划建议。

Abstract: The traffic connection capacity and the 
development driven effect will decay as distance 
increasing in TOD affected area, thus the planning 
layout of this area always forms circle structure 
and buffer zone pattern. However, in the practices 
of different cities, the method, structure, scale 
and boundary of TOD patterns are different. The 
main influence factors include walking distance, 
land use function, land value distribution and 
differential intensity. With the case studi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methods of circle edge 
delimitation and layer subdivision, and gives 
planning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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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导向开发（TOD: 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地区（下称 TOD 地区）

是以轨道公交站点（本文主要指城市轨道站点）为中心形成的开发建设地区，交

通区位价值和开发带动效应随着与站点距离的增加而衰减，布局多呈现圈层①结

构。TOD 规划对站点周边地区进行的圈层划分，并非单纯的空间布局意向，而是

在功能分布及混合度、开发强度、设施配置和空间形态等方面作出明确的规划指

引，并进一步影响开发投资决策。因此，合理的圈层划分是有效发挥 TOD 规划

作用的一项重要方法。

目前，国内实践以借鉴彼得 · 卡尔索普（Peter Calthorpe）于 1990 年代提出的

TOD 圈层划分方式为主，并结合不同城市的实际特点进行调整，构建符合各自规

划建设需求的结构模式。圈层布局模式虽然得到广泛的采用，步行可达、级差强度、

功能混合集聚等基本的原则也得到了普遍的遵守，但是在中国、美国、日本等地

不同城市的规划实践中，TOD 地区规划的圈层形态并不一致，反映了不同城市对

TOD 概念、影响区域及影响方式的不同理解。近年来，国内各大城市的轨道建设

发展迅速，城市轨道站点数量众多，如北京、广州、深圳等地，各城市仅地铁站

点就有数百个之多。在这一趋势下，有必要加强对各城市轨道站点地区规划布局

方式的横向比较，并对圈层划分的原则及方法进行梳理和分析，以便构建合理的

TOD 模型，更有效地指导具体实践工作。

1  影响 TOD 地区规划圈层划分的要素

卡尔索普的 TOD 模型以轨道公交站点为核心，形成直接影响区和次级区域

两个圈层。直接影响区为半径 400~800 m 以内的区域；次级区域圈层的覆盖半径

为 1.6 km[1]66。其中，紧邻站点的区域是 TOD 地区规划的核心区，不过，卡尔索

普的模型确定了核心区，但并没有提出核心区是否要有确定的圈层范围。为了加

强核心区的规划建设引导，部分研究及实践会在两级圈层划分的基础上，进一步

提出核心圈层的概念，如美国达拉斯的 TOD 核心区为半径 200 m[2]，佛罗里达为

半径 400 m[3]，而我国近年来深圳、广州、沈阳、杭州等城市及珠三角地区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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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提出的核心圈层多在 100~300 m 之间 [4-13]。

圈层布局的目的是按照不同区位关系优化片区的功能配

置和强度形态，影响 TOD 地区圈层划分的主要要素包括步

行尺度、用地功能、级差强度和地价分布四项内容。其中，

步行尺度是核心要素。

1.1 步行尺度
TOD 强调以人为本 [14]42。卡尔索普在《未来美国大

都市：生态 ·社区 ·美国梦》（The Next American Metropolis: 

Ecology, Community, and the American Dream）一书中，将步行

友好环境作为 TOD 地区规划的核心内容 [1]41。按照他的构

想，适宜的步行时间一般为 10 分钟，这一时间对应的是大

多数人的“舒适步行距离”[1]56，约 600 m，这一距离也是迈

克尔 ·伯尼克（Michael Bernick）和罗伯特 ·塞韦罗（Robert 

Cervero）于 1992 年开展的研究中所提出的“多数人可承受

的从离开交通设施到工作场所的步行距离分界点”[15]83。

然而，卡尔索普 TOD 模型中采用的时间标准对应的

空间距离却不是个固定数值，他在该书中对应 10 分钟采

用了多个距离尺度，除了 600 m 以外，还包括 400 m 和

400~800 m 的区间等。根据不同站点的实际条件及特征灵

活划分边界的意图虽然明确 [1]66，但多种尺度标准的并存，

往往会导致 TOD 地区规划边界形成差异。相关研究及实

践通过对居民普遍忍受的步行距离经验值进行总结来获取

适宜的步行尺度标准，如加拿大城市 TOD 步行距离多在

300~900 m 之间，而美国则为 400~800 m[16,17]。

1.2  用地功能
在 TOD 地区，用地功能的公共性和混合性会随着与站

点距离的增大而逐渐减弱，核心区结合站点进行高强度、混

合功能的一体化开发，布局商业及公共服务设施，在站点周

边地区建设较高强度的住宅区作为支撑。杨晓春和陈淑芬以

香港轨道站点地区为例，对 TOD 地区功能分布进行了研究，

提出各类站点一般会在半径 150~200 m 的核心区域内布局商

业办公混合、公共交通用地、公共开放空间和公共服务用地，

随着圈层的扩大，居住功能的比例逐渐提高 [18]。此外，核心

圈层的功能布局受到重视，如日本东京三大副都心新宿、涩

谷和池袋地区，轨道站点周边 200 m 内多是商业设施集中设

置的重点区域 [19]145。

1.3  地价分布
TOD 地区区位价值最直接的表现是地价，地价按照距

离站点远近形成规律性分布，这也成为确定合理圈层结构

的重要参照，如韩国首尔，BRT 车站 300 m 范围内住宅存

在 5%~10% 的溢价 [20]60。在国内，赖志敏 2005 年以深圳轨

道交通二期的物业开发为例，提出物业地价总体随离站距

离的减少而增加，办公物业地价变化的节点分别是 100 m、

200 m、400 m，住宅则是 200 m、300 m 和 500 m[21]。王

京元等于 2011 年也以深圳为例，依据地价和地块距站点距

离两个因素确定轨道交通影响半径，提出随着与地铁站点

距离的增大，商业地价下降明显，住宅地价相对平稳，总

体上在大约 250~300 m、600 m、1 km 三处有较明显的突

变 [6]。郭大奇等于 2014 年以沈阳地铁站点周边地区为例进

行分析，提出不同功能类型的物业价值对圈层距离的敏感 

度并不一致 [9]。

1.4  级差强度
TOD 地区的级差强度分布体现在 TOD 地区内部各圈层

及内部与外部的差异性，如美国阿灵顿（Arlington）轨道走

廊上的站点在有效的规划管理引导下，核心区的开发容积率

可以达到 6.0，外围开发则随着远离车站而逐步减少 [14]148-149，

形成了明显的簇群形态。因此，TOD 规划重视通过技术导

则对强度的级差分布进行规划管理和引导，如加拿大埃德蒙

顿（Edmonton）的 TOD 规划指引中规定半径 200 m 以内地

区的开发强度约为 200~400 m 圈层范围内的 2 倍 [22]16 ；在国

内，2013 版的《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中提出地铁

站点地区与其他开发地区相比，容积率增加 0.2~0.6 不等的

修正系数，其中，距离位于 200 m 以内与 200~500 m 之间圈

层区域的修正系数有所不同，距离越近系数越高 [23]17。

2  TOD 地区规划的圈层结构

从微观经济学的区位理论视角来看，TOD 地区的规划

设计在理想上趋于采用婚礼蛋糕状的簇群化、圈层化的空间

布局形态，以达到集约发展、功能集聚、强化中心等目的，

功能、空间及形态等方面梯度化控制就需要以不同圈层作为

载体，进行明确的规划设计引导。因此，确定适宜的圈层结

构是每个 TOD 规划所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圈层结构的划

分主要包括两项内容 ：一是确定规划圈层边界，即明确规划

区的覆盖半径是多少 ；二是提出规划圈层的划分结构，即明

确分为多少个圈层及如何划分、如何控制引导。

2.1  圈层边界
TOD 地区的圈层边界（规划范围）管到哪里？不同规

划并不相同。步行尺度是划定 TOD 地区规划边界的主要依

据，用地功能、地价分布和级差强度等要素起到辅助作用。

由于四个主要要素均可能存在区别，因此，不同的 TOD 地

区圈层边界往往并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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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不同要素对边界划分的影响

TOD 规划既强调低碳交通方式出行的意义，也重视回

归传统城市生活的理念。步行是通往站点最主要的连接方

式，步行尺度是确定 TOD 圈层边界的主导要素，卡尔索普

即强调“依据步行尺度来定义空间限制”[1]53。因此，通则性

的 TOD 规划设计要求往往以适宜的步行时间为标准，并参

照这一时间所对应的步行距离来直接划定圈层边界，如我国

《城市轨道沿线地区规划设计导则》（下称《TOD 导则》）

的规划边界（轨道影响区①）设定为 500~800 m，相当于覆

盖“步行约 15 分钟以内可以到达站点入口、与轨道功能紧

密关联的地区”[11] ；而墨西哥可持续交通中心（EMBARQ 

Mexican Sustainable Transportation Center）编制的《城市社

区 TOD 导则》（TOD Guide for Urban Communities）也基于

这一初衷，将 TOD 邻里街区定义为距离 600 m 以内，也就

是步行 10 分钟内可到达的区域 [24]。

在一些城市和地区具体的 TOD 规划实践中，圈层边界

的确定也会沿用上述方法，依据步行尺度直接划分圈层边界，

诸如佛罗里达 [3]、丹佛 [25] 针对区域和城市整体开展 TOD 规

划，圈层边界定为 10 分钟步行 800 m ；澳洲的西澳大利亚

州 [15]101、印度甘索利（Ghansoli）[26]406 以社区开发为对象，

定为 5 分钟步行 400 m ；杭州针对“城市型”和“社区型”

两类公交社区分别提出 10 分钟步行 800 m 和 5 分钟步行

400 m 两种尺度 [4]。

此外，另一类 TOD 地区则是基于不同城市、线路及站

点发展情况和功能定位的不同，在以步行尺度作为主导要素

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与功能、地价、强度等要素的作用相

叠加，综合确定具体的规划圈层边界。卡罗尔 ·斯温森（Carol 

Swenson）和弗雷德里克 · 多克（Frederick Dock）就提出，

边界的划分不仅仅与传统的步行距离有关，也涉及站点周边

地区的开发环境 [27]，如美国的夏洛特（Charlotte）及我国的

杭州、深圳等城市 TOD 规划实践中采用站点地区分级分类

体系时，不同类型 TOD 地区边界划分的主要依据就包含站

点地区步行尺度与功能定位等多个要素 [4, 8, 28]。

在步行尺度与其他要素叠加之后，由于功能混合程度、

用地布局、地价分布及开发强度存在的区别，圈层边界也可

能发生变化而与步行尺度形成的边界不一致，如郭大奇等以

沈阳为例，提出在步行 10 分钟、半径 600 m 的尺度基础上，

综合功能分布及物业价格等相关要素的影响，得到半径 800 m

的规划边界 [9] ；王京元等以深圳为例进行分析，提出深圳市

民的习惯步行时间大多集中在 6~10 分钟区间内，合理的步行

范围约为 400~700 m，在此基础上结合功能、地价、强度等要

素影响，综合确定圈层边界设置在半径 1 km 的区域 [6]。

2.1.2  TOD 类型与圈层边界的关系

在特定区域或城市内，轨道站点数量众多，区位、线路、

站点等级、功能需求、地价分布、接驳方式各有不同，系统

性的 TOD 规划往往会面临相对复杂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

对规划中的 TOD 地区进行分类分级是个有效的规划手段②，

深圳 [8]、加拿大温哥华 [29]、美国萨克拉门托 [30] 等城市或地区

的规划实践中，均将 TOD 地区划分成了不同类型，如深圳

分为区域级城市型、地区级城市型和社区型三类 TOD 地区。

这种分类往往对应不同的圈层边界尺度。从对相关实例的

总结来看，TOD 地区类型与圈层尺度的对应逻辑关系分为 

两种。

第一种是 TOD 体系中的站点能级与圈层边界尺度正相

关，即区位越好、类型等级越高的 TOD 地区边界越大；而

区位较差、站点能级较低的 TOD 地区边界较小。圈层边

界的尺度更多反映了站点地区本身的辐射能力，如卡尔索

普等针对中国的规划特点，提出 TOD 地区主中心圈层边

界应为半径 600 m，次中心和组团中心圈层边界应为半径

400 m ③ [31]44-47，部分实践也采用了这种分级原则，如重庆两

江新区提出 TOD 主中心半径 800 m，次中心 600 m[31]161 ；黄

卫东和苏茜茜以杭州为例，综合轨道和常规公交网路，提出

城市型公交社区（轨道站点为中心）功能集聚，人们的步行

合理距离通常较大，规划范围为半径 800 m，社区型公交社

区（公交站点为中心）以居住功能为主，规划范围为半径

400 m ④ [4]，不过，如果不考虑常规公交，仅仅以轨道站点

为研究对象，杭州的 TOD 地区圈层边界可以被看作均质的，

控制在半径 800 m。

第二种是站点能级与圈层边界尺度负相关，即区位越

① 轨道影响区虽然是指轨道两侧的带状地区，但导则条文中也强调了其与站点之间的可达性。

② 类型划分的基本方法是依据 TOD 地区在城市中的区位条件和功能定位，以及站点所在轨道公交线路的支撑能力两个方面的条件，来确定 TOD

地区的类型。如卡尔索普将 TOD 地区分为城市级 TOD 和邻里级 TOD 两种基本类型 [1]，国内杭州公交社区 [4]、珠三角城际轨道站点 [13] 等

TOD 规划均借鉴了这种分类方法。此外，也有部分北美城市，如北卡罗莱纳州夏洛特市，将高强度城市中心、建成地区、工业社区、已建成

的郊区、新郊区等五种城市地区特征与三类轨道线路、五类轨道公交站点的交通特征进行组合，形成更为复杂的分类矩阵的类型划分方式。

③ 主中心为密度最高的商业区域，具有种类丰富的高密度住房，位于两条（及以上）地铁线换乘站及大型 BRT 枢纽；次中心为高密度混合功能

地区及以区域性公交站点枢纽为中心；组团中心为高密度居住地区及以单一区域性公交站点为中心。

④ 城市型公交社区指位于城市公共交通网络主干线周边，将成为区域中较大型的交通枢纽和商业、就业中心，具有更高发展密度和更大空间规模

的公交社区；社区型公交社区指位于城市公共交通网络的支线上的公交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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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站点能级越高的 TOD 地区，边界越小，反之则边界较

大 [8,28,32,33]。这是由于区位较好的 TOD 地区往往不仅受到站

点本身的功能辐射，也很可能处在多种轨道公交线路叠加、

区位条件十分优越的位置，车站间距较小、辐射范围相互重

叠。这一区域一般会与周边其他 TOD 地区共同形成发展节

点均质、密集布局的综合发展地区，圈层尺度不必过大。而

位于居住片区或处于城市外围的 TOD 地区，功能发展的程

度、道路条件及公交线路覆盖的密度一般不如中心地区，站

点本身的辐射能力得到凸显，市民步行接驳可接受距离更长，

圈层尺度则可适当增加，如潘海啸等以上海为例，提出城市

中心区轨道站点影响范围为 500 m，城市外围地区则达 3 km

以上 [34,35] ；深圳在进行地铁 TOD 规划时，重点考虑步行距

离及车站密集程度两个因素，提出区域级城市型 TOD 地区

的空间尺度范围为半径 400~500 m，地区级城市型 TOD 地

区为 500~600 m，社区型 TOD 地区扩大到 600 m~1 km[8] ；

美国的夏洛特市也提出，在城市中心地区依靠有轨电车出行，

TOD 地区的接驳以步行为主，半径为 800 m ；而在城市外围

的一般城市社区，市民依靠 LRT 和 BRT 出行，TOD 地区依

托自行车与站点接驳，半径则扩大为 1.6 km[28, 33]（图 1）。

可见，在核心站点本身的发展带动作用和覆盖能力较强、

公交线网整体均质化的特定城区内部，或是综合轨道公交等

不同类型等级线路的站点为对象进行研究时，TOD 地区的能

级与圈层尺度多呈现出正相关关系；而在城市中心地区开发

条件成熟、轨道公交线网发达，而外围社区条件较弱，或者

整体考虑城市与郊区大区域内的规划时，TOD 地区的能级也

可能与圈层尺度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这两种分类方式针对不

同的开发条件，得到的结果不同，其差异反映出在 TOD 圈

层边界划分的问题上，不仅仅要考虑到站点地区本身的情况，

还要将 TOD 地区放到城市层面的更大尺度上去综合考虑发

展条件的特征，才能有效保持 TOD 规划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2.2  结构划分
卡尔索普的模型主要包括直接影响区（边界内的规划圈

层）和次级区域（边界外的协调圈层）两个明确的圈层，分

别对应 400~800 m 和 1.6 km ①。再加上核心圈层，一共形成

三个圈层。以这一模型为基础，TOD 地区的圈层结构划分

主要包括规划圈层边界内部的圈层细分和边界内外衔接两部

分主要内容。

① 具体数值根据不同城市条件，可能存在一定差异。

600
～

1 000m

图 1  TOD 地区类型与其对应的圈层尺度的两种关系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4,8,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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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边界内部的圈层细分

确定圈层边界之后，TOD 规划会对内部的圈层结构进

行划分。参照卡尔索普的模型，圈层至少会划分为核心圈层

和规划圈层两部分，以突显核心圈层在站点地区开发建设中

的重要性，如佛罗里达，将半径 800 m 内的区域分为公交核

心（Transit Core）和公交社区（Transit Neighborhood）两个

圈层 [3]，再如埃德蒙顿则将半径 400 m 内的区域分为站点核

心（Station Hub）和站点社区（Station Neighborhood）两个

圈层 [22]。此外，国内《TOD 导则》也将 TOD 地区划分为轨

道站点核心区和轨道影响区两部分 [11]。

也有部分规划对边界内部的圈层结构展开进一步的细

分，将两个圈层细化为三个圈层，以进一步加强不同圈层规

划管理的针对性，来有效促进开发建设向站点地区集聚和不

同圈层梯度发展目标的实现，如达拉斯，划分为半径 200 m

的核心圈层（Core）、400 m 的中心圈层（Center）和 800 m

的边界圈层（Edge）三部分 [2]。这种细分结构，在国内的

TOD 规划中表现得也很明显，如杭州、广州、深圳等部分

城市的规划实践对圈层结构进行细分，在半径 800 m~1 km

范围内设置三个圈层① [4, 6, 10, 36]。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

TOD 规划与北美不同，并非以控制郊区蔓延为目的，TOD

规划外边界往往不会延伸过多，而是更强调对 TOD 地区边

界内部的规划建设，特别是核心区的建设 [37]（图 2）。
在中国和日本等地城市开展的 TOD 规划实践中，站点

核心地区较高的开发强度、大量的客流、复杂的换乘方式及

立体空间的连接构造，不仅仅提高了核心地区的区位价值，

也大大增加了开发建设的难度。在这一背景下，TOD 核心

① 如深圳国际低碳城在总体规划中将 TOD 地区分为以商业服务业功能为主的内圈层（半径 300 m）、以新型产业（M0）及产业与服务业混合功

能为主的中圈层（300~500 m）以及产业和居住功能为主的外圈层（500~800 m）三个层次 [10]。

图 2  边界内部的圈层细分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4,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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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一体化开发建设成为 TOD 规划建设成功的关键 [19]，

如东莞考虑到核心区的重要性，以站点半径 200 m 以内的核

心圈层为对象，单独编制了《东莞市轨道站点共构地块规划

设计指引》，重点对这一区域的规划设计提出指引，并对规

划编制和管理提出明确要求 [38]。总体上，国内实践基本将核

心圈层边界划分在站点半径 100~300 m 之间。

2.2.2  边界内外的衔接

产生于北美地区的 TOD 理念，其最初的目标很大程度

上是为了应对郊区化蔓延形成的集约发展概念，不仅仅关

注站点地区的开发建设，也关注规划区与周边非 TOD 地区

的空间协调，重视通过 TOD 理念优化城市整体空间格局的

作用。卡尔索普的 TOD 模型对直接影响区（规划范围）与

800 m 以外的次级区域之间的功能布局与空间关系作出过明

确的交代 [1]88，这一特点也反映在部分美国城市 TOD 的规划

实践中，虽然美国大部分的实践将 TOD 圈层边界划定在半

径 800 m[39]，但如佛罗里达 [3]、菲尼克斯 [40]、丹佛 [41] 等城市

和地区在 TOD 规划模型中也往往会明确标示半径 1.6 km 的

次级区域圈层。此外，2008 年美国达拉斯的 TOD 规划中，

圈层边界虽然划定在 800 m，但其布局模式表达了 TOD 规

划边界覆盖周边社区中心及核心公共空间的意图 [2]。这些规

划实践均反映出了对周边非 TOD 地区及区域整体发展的关

注（图 3）。
随着城市轨道建设的迅速发展，TOD 规划的着眼点从

线路走向城市，国内部分实践也提出应重视 TOD 地区与周

边用地的协调关系，带动更大区域发展的设想 [9,12]，如卡尔

索普等在国内的规划实践中提出 800 m 以外的区域有选择的

纳入 TOD 地区的整体发展 [31]42 ；郭大奇等以沈阳为例，提

出了半径 1.6 km 的 TOD 次级区的范围，这一范围内须提供

与公交车站及核心商业区直接相连的街道和自行车道 [9] ；邹

伟勇则以广州为例，提出通过衔接设施拓展轨道站点服务半

径，带动周边 1.5~2 km 范围发展的思路 [12]。

图 3  边界内外的衔接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3, 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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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圈层边界内外衔接关系的关注，在应用 TOD 理

念的特定空间区域内，也具有形成 TOD 规划单元对规划区

进行基本覆盖的可能，如中新天津生态城的规划实践采用了

“TOD+ 生态邻里”的结构，并提出“居民步行 500~800 m

便可达到一座轻轨站”的设想 [42]36，在这种轨道站点均质

布局的网络结构中，大部分区域均处于 TOD 单元范围内，

TOD 地区与非 TOD 地区的关系相对来说就显得弱化一些。

3  小结

从城市层面的宏观视角来看，TOD 地区不过是小尺度空

间节点，但在我国当前的城市开发建设（主要是大中城市）

中，由于轨道站点数量众多，广泛分布于新建地区和旧城区域，

不仅具有带动站点及周边地区发展的触媒作用，更是优化城

市整体结构的一次难得的机遇。可以说，作为大结构中的基

本组成单元，TOD 地区规划布局的合理性则显得尤为重要。

从 TOD 地区的微观视角来看，圈层结构是促使站点形

成集聚发展的规划结构基础，如何划分既体现了低碳集约发

展的空间理想，也反映了市场经济规律的现实作用。在我国

近年来的规划实践中，虽然对中国化的 TOD 规划设计原则

和方法存在针对性的研究与讨论，但在各地的 TOD 规划形

成了丰富成果的背景下，不同城市实践案例之间的系统总结

却并不充分。通过案例的横向对比，可以发现，基于共同的

规划目标和原则，不同实践依然可能采用不同甚至相左的规

划布局模式。这与北美地区 TOD 规划实践的研究结论基本

一致，即由于 TOD 地区各方面条件的差别，一种 TOD 模式

并不能做到放之四海而皆准 [43,44]，在多重要素影响下，TOD

圈层结构的多样化具有合理性（图 4）。
因此，从 TOD 地区规划布局的技术细节入手，对国内

外 TOD 规划圈层结构划分的影响要素及方法进行综述和总

结，可以为 TOD 地区更加科学合理地构建布局模式及依据

不同圈层特点进行规划控制引导提供参照与支撑，促使规划

意图在不同建设条件下更加具有针对性，以充分发挥 TOD

的规划效果，从而通过大量轨道站点地区空间形态的优化，

实现推进城市整体结构格局改善的总体目标。

图 4  TOD 地区的规划圈层结构示意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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